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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改革发展报告（2008） 

周企旭*1 

川剧的改革，是现代中国改革大潮的一朵浪花。在潮起潮落的历史进程中，发端于 1978 年的“开放传统戏”，初显于 1980 

年的“试验演出”，活跃于 1980 后的“探索剧目”，升华于 1990 后的“精品工程”。华夏 30 年的改革，改变着川剧剧种的灵

魂，使川剧不断衍生出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也可以说，若无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川剧就不可能随波助澜而涌现出列入国家

舞台精品工程的 《 变脸 》 、 《 金子 》 、 《 易胆大 》 等精品剧目。 

开放：搞活川剧的环境  

1978 年春，邓小平途经成都短暂停留之际，明确指示要开放戏曲传统戏，并兴趣盎然地观赏了 《 迎贤店 》 、 《 别洞

观景 》 、 《 拷红 》 、 《 水涌金山 》 等川剧传统折戏的名家演出。从此，“十年浩劫”中被一概封杀的戏曲“传统戏”

沐浴春风，获得了重新复活于神州舞台的历史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戏剧舞台，为什么要首先开放戏曲传统戏？ 

马克思在论及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时

曾经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在一个更高的阶

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天性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

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反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①2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即可以视为对马克思以上论断的创造性继承与

发展。当时的周恩来总理，还对“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的关系，历史而辩证地进行过阐释：“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戏曲艺术，

首先得承认‘百花齐放’，也就是首先要发掘我们民间的戏曲艺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推陈出新’。如果不先‘百花

齐放’，那你怎么去加以改革，怎么去加以发展呢？没有基础怎么改革，怎么发展呢？” 
①3
  

而邓小平在新时期亲自开放川剧传统戏的史实，即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开放传统戏”为突破口，

针对思想文化领域“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现状进行拨乱反正的政治壮举。 

大禁初开，四川被侄桔十余载的川剧表现欲与欣赏欲，如同破闸奔泻的热流源源不断地涌汇于久违的剧场。舞台上， 《 白

蛇传 》 、 《 柳荫记 》 、 《 迎贤店 》 、《 秋江 》 ，一批批尘封已久的优秀传统戏重放光彩；阳友鹤、周企何、袁玉

梦、陈书舫，一个个年事已高的表演艺术家焕发青春；舞台下，农村、城市、工厂、军营，一处处长期冷落的看戏场所门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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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民、工人、干部、士兵，一群群蜂拥而至的川剧迷争先恐后。连那些从没有看过川剧的青年男女，也好奇地挤进了刮场。

截至 1979 年底，巴蜀地区的川剧专业表演团体迅速增加到 119 个，演职员总数达 10914 人。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经济收

入均成正比呈上升趋势。当时国川省文化局制定的统计表显示： 

1977 年：演出 21913 场，观众 22672 . 7 千人次。  

1978 年：演出 42291 场，观众 35377 . 9 千人次。  

1979 年：演出 58599 场，观众 58004 . 5 千人次。 

川剧舞台的上演剧目，也呈现以传统戏为主，现代戏次之，新编古装戏（过去习称“新编历史戏”）再次之的格局。 1979 年，

是开放传统戏后川剧剧目演出最多、上座率最高的一年，剧目上演的大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以上事实和数据说明：开放戏曲传统戏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澜同步，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的重要践行，

是新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开放戏曲传统戏是纠正极“左”路线的文化专制，弘扬灵族传统戏剧文

化之必须，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民意；开放戏曲传统戏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

搞活了人们的思想，昭示出“只有开放才能搞活”的道理。 

改革：改变川剧的动力 

开放才能搞活，但搞活还不能就此止步。演出“永不复反的阶段”之遗产，也绝非戏曲生存的唯一方式和终极目标。在急

邃变革的新时期，川剧如不及时增强与时俱进的活力，必然会面临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危机”。 

有关数据显示： 1980 年，川剧演出场次比上年增加 5 . 2 % ，但观众人次却比上年减少了 3 . 5 % ; 1981 年，川剧演

出场次比上年减少 6 % ，观众人次竟比上年减少了 21 . 4 ％。自此以后，以传统戏为主而“老戏老演”的川剧舞台，已明显

缺乏继续维持的后劲。不仅没有重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辉煌时期” , 反而迅速呈现出每况愈下、由盛及衰的“危机”

态势。 

实际上， 1980 年初的川剧观众，已经有“天天 《 拷红 》 娘，处处看 《 秋江 》 ，进出 《 迎贤店 》 ，反复 《 做

文章 》 ”的怨言，已经在不断地发出“危机”的警报。但在缺少“危机”意识的川剧界，不少人却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

幻想充耳不闻。正当有些人依然在被动地把“危机”的急促警报声缓释为暂时的“不景气”而聊以自慰的时候，不久前座无虚

席的川剧演出场所，已经很快变成了七成座、五成座甚至两三成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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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危机”时刻，酷爱川剧而年已古稀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沙梅，刚“落实政策”便急切同夫人自费来到了久别的

四川。他与成都市川剧院合作编演的 《 红梅赠君家 》 一剧，打起了“川剧音乐改革试验演出”的旗号，敲响了川剧改革的

锣鼓，拉开了新时期川剧改革的序幕！ 

也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春，成都近郊新都县川剧团编演的 《 芙蓉花仙 》 一剧，以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审美时

尚相结合的尝试，为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连续演出了千场以上，迈出了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用“以人为本”的观点看，现代中国的改革，根本上是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革。而从艺术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大环境方面的改革，则是包括川剧改革在内的艺术改革的原动力。所以，以上两个剧目的试验与尝试，本应在“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得到文化主管部门以及业内人士的重视和支持，本应有领导、有组织地集中人力、财力，

针对剧目突出显现的相关问题（如 《 红梅赠君家 》 音乐的“配器”问题， 《 芙蓉花仙 》 诸种时尚艺术因素的“再度综

合”问题）不失时机地进行专业性的思考和理论性的总结，进一步探讨川剧“如何改”的问题，但由于川剧的改革进程总体上

比较迟缓，却立即直接扩大到社会上，引发出一场激烈的关于川剧“该不该改”的观念之争。 

从当时省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争鸣”文章可以看到：不少人面对改革的大潮反应迟钝，同时对川剧的“危机”事实置若

周闻。既没有顺应时代潮流切实探讨川剧的改革问题，也没有深入学理层面思考理论的创新问题。而是站在了川剧改革的对立

面，抱抵制或谴责的消极态度。仅从 《 “老调”必须重弹 》 （ 《 四少 I 旧报 》 唯一的相关文章）、 《 人民喜爱的川

剧艺术将是永存的 》 （ 《 戏剧与电影 》 1980 年第 4 期）、 《 争变“无知”为“有知” 》 （ 《 戏剧与电影 》 1980 

年第 6 期）、 《 川剧观众是否“后继有人” 》 （ 《 戏剧与电影 》 1980 年第 9 期）等文的标题即可发现，抵触“改川

剧”而主张“改观众”的守旧倾向非常明显。这些文章里，罕见热诚的支持或合理的建议，更多是意气用事的冷嘲热讽与横加

指责 ― 《 红海赠君家 》 被斥责为“非驴非马”的“乱改”； 《 芙蓉花仙 》 被贬责为“以袒胸露背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

而“歌不歌，舞不舞”的“大杂烩” … … 

更令人惊叹的是：继这场空泛的激烈论争之后，有些不熟悉也不喜爱川剧的年轻人，仅依据“老戏老演老观众”的暂时表

面现象，就以偏概全地把川剧整体都定性为一种行将衰亡的“夕阳艺术”。并简单罗列传统戏曲与现代生活的种种“冲突”， 
①4
 根

本上否定川剧改革的必要与可能。他们只看到“传统戏”这部夺遗产，却不见川剧整体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三化一体”

的复合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丰厚人文特质，更不了解川剧系乎时变的演进历史。而是以静止不变、孤立片面的观点，将包括川剧

在内的所有戏曲，统统都界定为远离现实而僵死不变的“博物馆艺术”，从而自觉不自觉与那些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地指责 《 红

梅赠君家 》 、 《 芙蓉花仙 》 却自称热爱川剧的人们为伍，加大了川剧改革的阻力。 

显然，当小平同志针对国情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候，在缺乏事实依据和科学理论前提下空谈川剧“该不

该改”的问题，即说明还没有“解放思想”；不根据具体剧目的实验或尝试认真研讨川剧“如何改”才能跟上时代步伐、适应观

众需求的问题，即表明没坚持“实事求是”；站在川剧改革对立面的任意贬责在省级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公开发表，即证明当时四

川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川剧界）导向，停留于被动、消极的落后水平。 

根据中国戏曲史上的无数事实可以判断：戏曲总体属于一种兼容性、内聚型、渐变式的演剧体系，从不是什么“夕阳艺术”

或“博物馆艺术”。从戏曲演进的大体趋势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主张“中和”的“大一统”意识，支配着戏曲的审美活动遵循着

社会生活“渐变”的一般规律；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力量因素综合引发的重大“历史事变”，又总是决定着戏曲必然受

其制约和影响而随之产生“突变”的特殊规律。我们不仅可以从元杂剧、明传奇以及清代地方戏此起彼伏的演进历程中，明显

感触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交替互变，而且可以从中国晚清改良运动的兴起与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的成立、辛亥革命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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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成都“三庆会”剧社的诞生、新中国的建立与戏曲“改戏、改人、改制”的推行等史实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中，深刻体

会到“历史事变”推动戏曲发生“突变”的特殊规律。 

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观念形态，都有个“如何改”

而不是“该不该改”的问题，川剧作为一种戏剧文化的观念形态，自然也不能例外。  

《 红梅赠君家 》 与 《 芙蓉花仙 》 引起的川剧“该不该改”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四川的社会舆论“观念落后于实践”

的大体状况。但是，毕竟中国改革的大潮势不可挡，这一争论的事实本身，亦如同改革大潮激起的一朵浪花，显示出川剧在新

时期社会生活的推动下，不能不产生“突变”的生命律动与演进轨迹。 

探索：转变川剧的途径 

“该不该改”的问题属于认识论，“如何改”的问题属于方法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本应该辩证统一。但事实上，从认识论到

方法论，还有个相当复杂而艰巨的转变过程。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证明，“该不该改”或“为什么改”的认识问题比较明确，但

“如何改”的方法问题却一直没解决好。 

例如，在社会发展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上，马克思曾有过形象而精辟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当人们好

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

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尊重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①
 

1959 年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多次针对执行戏曲方针中“右”的偏差和极“左”的失误，提出过“两条腿走路”的哲学思想，

并指出不能“强调这一面，忘记那一面”而应当“既要结合，又有主导”。 
②5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认识论不等于方法

论，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能代替具体的执行过程。如果只有权力制定的方针政策而没有符合艺术规律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即便

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只能束之高阁。正由于不少人既没有真正弄懂“两条腿走路”的哲学思想，也没有具体掌握执行戏曲方针

的方法和技术，戏曲 1957 年曾停滞于“放”的层面而出现了不分良莠的“放、放、放” , 1958 年又出现“大跃进”式的“以

现代戏为纲”。乃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舞台”而“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野

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根本上悖逆了党的戏曲方针。  

1982 年 7 月，中共四川省委针对“川剧的现状不能适应‘两个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京、豫、越、秦等剧种

相比较，川剧的发展显得有些缓慢”的实际，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提出了以“出人、出戏、赢得观众”为

宗旨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方针（“川委办「 1982 〕 53 号”文件）。这个八字方针，即可以看成是新时期的四川对

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地方化演绎。 

从认识论分析，八字方针中的“抢救、继承”，侧重从审美角度强调以“改良”求生存而“渐变”的一般规律。如晚清成都

“戏曲改良公会”的活动、新中国建立初戏曲“三改”中的“改戏”（周恩来总理曾对当时的“推陈出新”解释说：“那还是一

个改良的做法” ) ; “改革、发展”侧重从宏观角度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总的活力”的制约和影响下，以“改革”求

发展而“突变”的特殊规律。如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都“三庆会”剧社的活动、新中国建立初“三改”中的“改人、改制”。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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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振兴川剧的八字方针具有新时期的新内容，概括了“改良”与“改革”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及其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关系，同时也明确了以先进文化为主导的前进方向。 

但在方法论上，除 20 世纪 50 年代停滞于“挖掘、整理、加工、修改”的层面而不分良秀的“放” , 60 年代以后又完

全受制于政治而步步紧跟、图解政策的惨痛教训外，新时期的川剧“如何改”，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

遵循 ― 只能在四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总的形势制约和影响下，在振兴川剧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大胆地进行探索。 

振兴川剧前十年，有两个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一是在表演方面，通过录像、教学相结合，把老一辈艺术家的宝贵经验及

时“抢救”了下来。 1986 年 10 月举行的“四川省川剧青少年比赛演出”，比较充分地展示出“继承”的初步成效（后来获中

国戏剧“梅花奖”的川剧中青年演员，大多在此时初露头角）；二是在剧本创作方面，通过在全省举办编剧学习班的普遍发动和

重点推举人才、作品相结合，有百余位川剧作者成长起来。数以千计新剧本的涌现，标志着川剧的剧本创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其中，魏明伦、徐菜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在此时进人了成熟阶段。这些成绩，是较好地把握了“一般规律”的结果，为

川剧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实际上，中国新时期进行改革的诸多问题，首先也是个世界

观是否根本转变的问题。如果说， 1980 年的 《 红梅赠君家 》 和 《 芙蓉花仙 》 的试验演出，还没有走出传统的小打小

闹、修修补补的“改良”思路，还仅仅是拉开了川剧“改革”的序幕，那么 1985 年开始出现的“探索剧目”，也就是川剧工作

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这种转变，是创造主体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面对机遇与挑战，转变立场、转变观念、

转变视野、转变方法的全方位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川剧剧种灵魂深处由内而外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创造主体对

于传统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准确把握上，而且也体现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操作方法上，同时还体现在传统

美学精神与现代审美时尚有机融合的技术水平上。有了这种转变，川剧才可能在创造主体现代意识的全新观照下，融合中西、

贯通古今地步入“改革”的崭新里程，才可能在新的途径上迈开大步，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突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川剧有没有“危机”或“该不该改”已不是争议的热门话题。“振兴川剧”的“空谷足音”（曹禺语），

继而又淹没了“该不该振兴”或“能不能振兴”的窃窃私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随着中国戏剧在话剧界“形式年”

影响下“探索性戏曲”的出现，不满足于跟在前人后面“抢救、继承”的川剧“探索剧目”，在新的道路上异峰突起，并很快产

生了全国性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川剧有没有“危机”或“该不该改”已不是争议的热门话题。“振兴川剧”的“空谷足音”（曹禺语），

继而又淹没了“该不该振兴”或“能不能振兴”的窃窃私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随着中国戏剧在话剧界“形式年”

影响下“探索性戏曲”的出现，不满足于跟在前人后面“抢救、继承”的川剧“探索剧目”，在新的道路上异峰突起，并很快产

生了全国性影响。 

1985 年，曾以 《 易胆大 》 、 《 四姑娘 》 、 《 巴山秀才 》 （与南国合作）连续三次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的魏明伦，

再度与南国合作编写了现代川剧 《 岁岁重阳 》 。此剧以“双连环结构”另辟蹊径，以“无锣鼓”投石探路，在川剧的“改

革”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子。 

1986 年，魏明伦又独具匠心地以荒诞川剧 《 潘金莲 》 领军弄潮。此剧以 “夹叙夹议”的演出体制，主线叙事传情、

副线喻理论辩而互相交织的戏剧结沟，大刀阔斧地打破时空常规而集古今中外的名著名人于一台，在成都、南京、苏州、上海、

北京等地的演出中，引发了全国争议和争演 《 潘金莲 》 的轰动效应。 

1987 年，成都市川剧院三团编演的 《 四川好人 》 相继问世。此剧刻意将传统川剧的“间离”因素（如剧外人当众“检

场”、“换景”、“化装”等）与布莱希特话剧原著的“陌生化”效果互相沟通，凸显出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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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 1987 年，魏明伦尊称“大姐”的女作家徐菜，接连推出了 《 红楼惊梦 》 、 《 田姐与庄周 》 （与胡成德合

作编剧，由成都市川剧院一、二团演出）两个大戏。如果说她先前所写的 《 王熙凤 》 是以再现小说原著的人物形象为主，

那么 《 红楼惊梦 》 则是以表现剧作者自身独特的感受与认识为主。而依据禁演多年的老川剧 《 南华堂 》 新编的 《 田

姐与庄周 》 ，则具有“脱胎换骨”而“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魅力。由于此剧的哲理蕴涵及其表现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1988 

年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在川剧“探索剧目”中唯一获此殊荣）。 

1988 年以后可以纳入“探索剧目”的剧作，还有魏明伦重新审视“诸葛亮”的 《 夕照祁山 》 ，徐菜根据尤金 · 奥尼

尔 《 榆树下的恋情 》 改编的 《 欲海狂潮 》 、将传统戏 《 目莲救母 》 反传统地改为“母亲自救”的 《 目莲之母 》 

等。 

从总体上看，川剧“探索剧目”的“一度创作”主要以魏明伦、徐棻的剧作为代表。如果说“鬼才”魏明伦的剧作侧重于

对封建正统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思与洁难，那么“女秀才”徐菜的剧作则更多从女性视角对男权社会的驳问与批判；如果

说他们的剧作是川剧作家现实感受与认识的对象化演绎，那么他们所在的自贡市川剧团、成都市川剧院的“二度创作”，则是川

剧创造群体思想观念整体性发生转变的形象化写照。川剧的“探索剧目”，集中地体现出川剧创造主体志在改革、勇于创新的锐

气与才华，并大致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改”字当头，“立”在其中。综观所有“探索剧目”，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几乎全是根据前人的小说或戏剧作品加以

改编。可是这种改编，并不“忠于原著”向后看，而是“借用原著”向前看。正如前面引述的马克思所言，是“借用他们的名

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尊重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有些剧目的立意与构思，

甚至与原著相反。实质上，那“重阳”的厄运、“金莲”的变态、“好人”的困境、“红楼”的惊梦、“庄周”的窘困、“欲海”的

狂潮等事象、物象与意象，都不过是作者借以抒写现实感受与认识的一些语言符号。这种改立意、改构思、改手法等交叉互渗

的改编，分明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加艰难而更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再创造。 

第二，刻意求新，不拘一格。无论剧本内容还是演出形式，无论艺术构思还是表现手法，“探索剧目”无不以“一戏一招”

（魏明伦语）开拓进取而别开生面。在剧作家看来，真正的“创造”不能重复，一个内容只有一个相应的形式。例如 《 岁岁

重阳 》 根据主题需要，针对千篇一律的“一人一事线形结构”以及川剧“大锣大鼓”比较粗糙刺耳的现象，进行了“双连环

结构”和“无锣鼓”的尝试； 《 潘金莲 》 针对封建意识的荒诞而称“荒诞川剧”，并以其独特的“荒诞”手法超时空地反思

妇女问题； 《 红楼惊梦 》 以今人之“惊”析古人之“梦”，在一种虚幻、浑茫、蕴藉的舞台氛围中，散点式勾画出一个阴冷、

沉重而行将颓败的封建时代； 《 田姐与庄周 》 化抽象的哲理思辨为生动的情、理撞击，在肯定人生本体价值的同时，将观

众引入到一个声、光、色、技、艺浑然一体的神奇世界； 《 四川好人 》 将西方视角的“四川”现实化、通俗化，从而更加

适应于川剧观众的审美情趣与领悟能力。总之，每个剧目都力图既不重复过去，也不重复自己。 

第三，博采众长，追求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的统一。“探索剧目”的作者，大都能娴熟掌握戏曲尤其是川剧传统的真谛。

且能够结合现代审美时尚而扩开视野，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前提下，赋予剧目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三化一体”

的时代特征。例如 《 潘金莲 》 中的“打饼”和 《 田姐与庄周 》 中的“劈棺”，都是川剧传统表演艺术的精华。作者在编

演中不仅根据开掘主题的需要保留了这些精华，而且在细节和节奏的处理上使其更富于现代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探索剧目”

的作者，都能以开放的姿态，将现代的话剧、音乐、舞蹈、杂技、魔术等姊妹艺术甚至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纳入自

己的视野进行构思，大大丰富了川剧的艺术表现力与思想的涵盖力。例如 《 潘金莲 》 除大量吸取布莱希特“陌生化”手法

以达到欣赏与思考并举的效果外，还采用“自由联想化”手法赋予人物潜意识的跳动性和随意性，从而通过联想、对比、夸张

等手法从多角度、多层次来揭示人物的变态心理。至于从整体上打破时空、古今、生死、国界等方面的处理，则是“拿来”了

“荒诞派戏剧”和“魔幻现实主义”；又如 《 红楼惊梦 》 中枯树、红柱、石狮等景象、物象的象征意义及其拟人化表演，王

熙凤、贾母、焦大等人物主观意象的外化与变形流动，以及人物与灵魂的交错、梦幻与现实的互渗、意象与具象的结合等处理，

皆令人感到似曾相识而又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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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结束的历史 

本文关于川剧改革的简述，主要就新时期川剧的“艺术改革”而言，主要从形式多样的上演剧目中梳理出一条与“改革”

紧密相关的历史线索，旨在根据“艺术是人为”的道理，着重对“探索剧目”从主、客体关系上做一些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

概括，阐明“探索剧目”以“改革”求“发展”的开拓意义。也可以说，正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探索剧目”的促进作用和

积极影响，才会出现 90 年代 《 攀枝花传奇 》 、 《 刘氏四娘 》 、 《 死水微澜 》 、 《 中国公主杜兰朵 》 、 《 山

杠爷 》 等获全国大奖的优秀剧目，才会有 21 世纪列人国家舞台精品工程的 《 变脸 》 、 《 金子 》 、 《 易胆大 》 等

杰出成果，才能以这些杰出成果来证明川剧的“发展”。 

应当看到：在中国改革 30 年的大环境中，川剧工作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大胆探索，在生机

与危机同在中努力奋进。先后涌现出魏明伦、徐菜、隆学义、谭愫等驰名全国的剧作家及其创作的优秀剧目；涌现出晓艇、刘

芸（二度梅）、古小琴、沈铁梅（二度梅）、陈智林（二度梅儿马文锦、田蔓莎（二度梅）、陈巧茹、喻海燕、何玲、萧德美、蒋

淑梅、刘萍、李莎、孙勇波、崔光丽、孙普协、黄荣华、刘谊等（截至 2007 年共计 19 人， 23 人次）正在超越前人的“梅

花奖”演员。以这些精英为代表的川剧表演团体和个人，即是川剧剧种的本体 ― 川剧艺术的创造主体和承传载体。长期以来，

川剧人肩负着弘扬民族的、地方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多次走出夔门、跨出国门，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港台地区和 20 

多个国家，为巴蜀、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不少生动的事实表明：目前的川剧，已经从“自在”时期进入了“自为”的新阶段。

川剧不仅继承了戏曲母体的大量“遗产”，而且扎根巴蜀，面对全国，走向了世界。从 《 变脸 》 、 《 金子 》 、 《 易胆

大 》 、 《 死水微澜 》 、 《 山杠爷 》 等剧目突出表现的近现代巴蜀人民特有的地方性格、思想情感、意志理想、人格

魅力等即可发现，川剧蕴藏着开拓创新的鲜活灵魂，跳动着先进文化的时代脉搏，不断地显示出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审美时尚

融合一体而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绝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博物馆艺术”。单以川剧人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审美意识的巨大变

革（如“探索剧目”）在海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而论，即表明在政治“文明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

屹立于新时期、新阶段刻意进取的川剧，蕴涵着川剧工作者能动创造的艺术世界观，不懈追求的积极人生观，自强不息的剧种

价值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姿态，以追赶型、跨越式的步伐，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地方艺术，为促进东、西方戏剧文化

的融会交流，奉献着自身光辉灿烂的生命，续写着自身日新月异的历史。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尽力做到又

好又快地持续发展。那么，新时期新阶段的川剧事业如何具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做到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呢？ 

窃以为，从世界戏剧的发展史上看，统治阶级的重视、知识阶层的介入、艺术人才的参与、当时观众的呼应“四要素”，即

是振兴戏剧缺一不可的“总的活力”。新中国建立初的“三改”证明，“改戏”可以增强艺术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改人”可以提

高人的创造力和鉴赏力，“改制”可以解放生产力和加强市场竞争力。因此，在多元并存、多样选择、多极触角的现实审美活动

中，单讲川剧的“艺术改革”远远不够。而从因果关系上看，“改人”和“改制”则属于“治本”方面，比“改戏”更加艰难、

更为重要。 

无数事实证明，要解决好“振兴川剧”的诸多困难与问题，仅依靠政府政策的“保护”、大众传媒的“炒作”、研究资料的

“翻新”、剧团人员的“精简”等被动消极、感性盲目、松散无力的方式方法定然难以奏效。而如何“以人为本”地在“权力”

与“财力”之间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智力”支撑作用，如何从加强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入手挖掘潜力、增添后劲，如何在科

学发展观指导下通过探索川剧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以作为扬弃和鉴戒的依据，如何引导川剧的管理者、研究者、教学者、演

艺者、爱好者集注于“川剧剧种”这一目标，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协力支持下，将川剧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

程，同心同德、事半功倍地重新整合权力、财力、智力等力量因素而不断提高“振兴川剧”的自觉性、前瞻性等问题，已经历

史地突出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